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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

李佃来

摘 要 在《资本论》所可以开显出的理论议题中，正义问题占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位

置。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阐发的《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对《资本论》之当代意义的生动展

开，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之研究的纵深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达到对《资本

论》中的正义问题的全面理解和阐发，则有赖于对三个问题的解答：一是为何要从《资本论》

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

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正义的解析究

竟有没有推进和超越现代西方正义理论？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正

义理论既有一个与西方通行的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对话的维度，又与后者存在根本差异。阐释

和评价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的有效范式，只能是唯物史观的范式。作为一个有关正义

问题或包含正义问题的文本，《资本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唯物史观的思维视野出发，将

对正义的规范性阐释，建立在了对现实历史的把握之上，或者将一个“建构性”的规范问题，

转换为了一个“批判性”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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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复合式”文本。作为一个“复合式”文

本，《资本论》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要义，是可以从多种视角来加以挖掘和解读的，而政治哲学就是

一个极其重要同时也是富有成效的视角。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解读《资本论》，我们需要把握的核心

问题之一，就是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之基石的正义问题。可以说，在《资本论》所可以开显出的理论议题

中，正义问题占有一个十分关键乃至具有轴枢意义的位置。在今天，全面理解和阐发《资本论》中的正

义问题，无论对于《资本论》之当代意义的生动展开，还是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之研究的纵深推进，都

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而要全面理解和阐发《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我们则需要在逻辑上依次回

答三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为何要从《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二是

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三是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对于正义的解析究竟有没有推进和超越现代西方正义理论？

一、为何要从《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

将《资本论》与正义关联起来，进而在这个文本中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直观地看，是与人们的

直觉和习常见识相违背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人们的直觉和习常见识中，正义是一个伦理的、政

治的问题，而《资本论》却是一个经济的文本。将一个伦理和政治的问题还原和安置到一个有关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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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不仅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来说收效甚微，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生了最直

接的冲突。借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主义时的话说就是：“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

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1]（P436）然而，我们要立即指出：这样的观点虽然看似是有理有据、无
懈可击的，但它却只是一个停留在问题之表层的皮相之见。

在《资本论》中理解和阐发正义问题，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与正义”这个在英美学术界

和中国学术界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难题”的一种可能性解决。英美学术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之所以提出并聚焦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所形成

的巨大效应在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体现。这便意味着，英美学术界在马克思研究中所植入的“正义”，追

根溯源，乃是一个在罗尔斯语境下凸显出来的政治哲学概念。众所周知，在罗尔斯的语境下，正义被先

在地界定为一种制度德性。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德性，实质上指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分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的伦理规范和法则，而非指代马克思所讲的社会生产关系。如果紧扣罗尔斯对正义的这个界定，我们自

然没有理由在《资本论》的叙事中来理解正义问题以及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不过，一旦把罗尔斯所讲的

正义在思想史的维度内追溯到其源头，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是全然不同的。

正义在罗尔斯的辩护体系中，不是一个独立自成的价值，而是一个“构成性”的二阶价值。作为二阶

价值的正义所要最终辩护的，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篇首开宗明义地指出

的：“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

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

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各种自由是确

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2] （P3）由此可见，权利
不仅不是外在于正义的价值，而且在正义概念中占有一阶价值的位置，是正义概念的前提和基石。如果

我们据此而将正义概念还原到权利概念，或者说从权利来赋予正义概念以实质性内涵，那么就很容易发

现，正义问题并不是由罗尔斯所代言的当代政治哲学的专有问题，而是潜含在近代以来的规范性政治哲

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只是到了罗尔斯，“正义”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术语和范畴，才被人们广泛地

使用。概括地说，这个潜含在近代以来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中的正义问题，也就是一个关涉到如何为权利

这种现代价值作辩护的问题，权利乃是这个问题的内核。

在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史上，最早为权利进行辩护的哲学家，是霍布斯、洛克等契约论者。在契约

论的框架下，权利被证立为一种先验的、可直接作为推理前提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不过，自然法或自

然权利只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家为权利作辩护的一种手法，这并不真正意味着权利是先

于现代人的生存经验的东西。进而言之，权利之所以成为现代人所重视的价值，从而也成为洛克等政治

哲学家所着力辩护的对象，是与现代人的生存经验的塑造分不开的。这个生存经验的最重要社会前提，

就是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不断走向成熟。可以说，正是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

的形成与不断走向成熟，才为权利的凸显奠定了最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如果在此意义上，我们将洛克

等契约论政治哲学家所辩护的权利，认定为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规范性诉求，那么

最主要和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权利形式，就是财产权或所有权。这一点，直截了当地体现在洛克的《政

府论》中。洛克在这部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中的关键工作，就是为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提供强有力

的辩护。而他的这一辩护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现代权利观念和现代权利概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和

逻辑起点。在 19 世纪的穆勒以及 20 世纪的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体系中，权利的涵盖面虽然已
远远超出了财产权或所有权的范围，但财产权或所有权却无疑是现代人理解权利的一个最重要支点。正

是由于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了这个情况，他才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这一人权的

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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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3]（P41）
上述表明，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为权利作辩护的政治哲学认定为一种未被正式命名的正义理论，那

么这种正义理论的最重要旨趣，也就是为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说，近代以来为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哲学即便没有被直接命定为一种正义理论，它

也构成了一个以正义为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传统。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现代语境下，凡是与财产

权或所有权问题发生对接或直接包含了该问题的理论著作，都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与这个近代以来以正

义为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传统发生了对接，或者直接包含了一个实质性的正义问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原

理》就是一个直接的例子。众所周知，《法哲学原理》的开篇主题，就是作为抽象法的所有权，而到了第

三篇即“伦理”篇中，黑格尔依然没有离开这个主题，相反在“市民社会”的问题域中推进了对这个主题

的探讨。就此来说，《法哲学原理》从一开始就与近代以来以正义为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传统发生了对接。

甚至也可以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项中心任务，就是以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方式——逻辑
学的方式和历史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洛克以来以所有权为理论支点的正义问题。

一个稍显例外的情况是，休谟以及亚当·斯密都曾正式地使用过“正义”这个术语和概念。而在他们

的语境下，正义没有与财产权或所有权发生最直接的关系，而是指涉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不过，正义

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所要调节的关系，又是人们的财产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为人们对所有物的

占有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度，从而达到为每一个人合法的财产权或所有权提供辩护这个不变的目标。这正

如休谟自己在《人性论》中所强调的：“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

有物的稳定以后，这里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不先理

解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我们的财产只是被社会法律、也就是被正义的法则所确认为可以恒常占有的

那些财物。”[4]（P531）由此可见，在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界面上，正义问题的出场与在
场，与财产权或所有权这一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权利形式的凸显总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在对财产权或所有权进行辩护的意义上，还是在对人们的财产关系加以调节的意义上，正义

其实都是指示一种用于指导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制度之构建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而作为一种伦理

规范和价值原则，正义既要反映在法的制定中，也要通过法来得到确证和落实，故而正义往往也被认定

为一个法权概念。不过，只要梳理出正义与财产权或所有权之间的应有关系，并承认财产权或所有权是

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看到，要在现代政治哲学的框架

内达到对正义问题的透彻理解和把握，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伦理、政治和法的层面，而应有一个切实

伸向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这也正如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法的关
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

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
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P59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固然没有像黑格尔的《法哲学原

理》那样以所有权为逻辑起点来建立理论叙事，而是把商品作为其理论叙事的起点，但不容否认的是，

这部著作不仅实质性地指涉到了所有权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洛克以来人们对所有权的理解和阐

释推向了最深的思维界面。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固然没有像罗尔斯的《正义论》那样直接聚焦于正

义问题，但近代以来因为财产权或所有权问题的凸显而形成的正义问题，却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流向”

了这部著作。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资本论》与正义之间建立起逻辑和理论上的关联，原因主要在此。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以及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与正义”所形成的大讨
论中，《资本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获得立论依据的主要文本，但毋庸讳言的是，这个文本与正义问题

之间的关联，却往往没有在人们的思维框架中实质性地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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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尚未深入所有权和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人们对“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阐释之所以长期以来陷

入一种“无解”的僵局中，与这个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只要把握到现代正义问题和现代正义概念与

财产权或所有权以及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在我们的思维框架中建立起《资本论》与正

义之间的逻辑和理论关联，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资本论》不但是我们破解“马克思与正义”这个

难题，从而对马克思有没有支持正义、马克思有没有基于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作出最切实回答所不可回

避的文本，甚至也是我们对贯穿在自洛克至罗尔斯这条主线上的正义问题作出最深刻解析所不可忽视

的文本，虽然这个文本通常是难以进入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的。

二、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

马克思究竟有没有基于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是人们在介入“马克思与正义”论题时所关注和讨论

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了深深的困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有一个与人们的直觉发生强烈冲突的指认：在人们的直觉中，马克思并不可能将资本主义认定为一个正

义社会。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指认为一种“正

义”关系。马克思的这个指认，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章的如下论

述：“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

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
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

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

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

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

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

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

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

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

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

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

公平。”[6]（P225-226）
在上面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正义”这个术语，不过他使用了“公平”这个词，即“对卖者也

决不是不公平”。由于在通常的意义上，公平与正义具有对等的含义（正义在罗尔斯那里的全称是“作为

公平的正义”），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的观点应当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以劳动力为中介物的交换关系，

并非一种不正义的关系，而是一种正义的关系。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挑起“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
艾伦·伍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作出了这样那样的解释，但绝大部分解释在我看来

都是不得要领的。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解释者们并没有真正联系近代以来所不断凸显的财产权或

所有权来把握正义。实质上，要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就特别需要一个伸向财产权

或所有权的视角。

实际上，近代以来因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凸显而形成的正义问题，除了财产权或所有权这个基础性的

要素之外，还包括另外一个延长性的要素，即契约。在洛克时代，基于交换的商品社会和市场社会尚未

完全确立起来，人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的合法占有几乎是唯一符合正义原则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如

此，洛克在为财产权或所有权予以强力辩护时，并未提出以产品和商品的交换为内容的契约问题。但随

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及市场社会的成熟，契约关系也开始成为正义得以实现和维系的重要关系。所谓

契约关系，也就是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关系。契约关系并不违背所有权原则，相反它是所有权在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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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所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因为在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中，交换双方所得到的，必定是与自己的所有物

相对等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契约关系也代表一种正义的关系，而那种违背契约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则就是非正义的关系。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 19 世纪，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作为所有权之延长形式的契约，都是人们理解正义
的基点。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也把人们对正义的这个理解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性前提乃至当

作一个常识。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特别是对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

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描述和评价，并没有完全超出当时人们对正义的这个理解，而是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沿

用了这个理解。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法的框架下，就是一种符合所有

权原则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双方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人，相互之间所进

行的交换是一种自愿的而非强迫的交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双方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人，都在让渡各

自所有物的过程中，得到了与自己让渡出去的所有物相对等的价值，亦即实现了等价交换。

当然，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人们可能会持有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如果将剩余价值计算在内，那么

资本家实际上只是把工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支付给了工人，因而他们之间是一种背离所有权原则和契

约的、不等价的、不平等的、不正义的交换关系。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来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过，仅

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特别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来说，这个观点并不符

合马克思的实际看法。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是以劳动力为商品的交换，也就是资本家用货

币来购买劳动力的交换。工人作为自由人，拥有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劳动力是其唯一的所有物，到

了市场上，这个所有物就成了一种特定的、可用于交换的商品。基于对商品二重性的区分——价值和使
用价值，马克思也将劳动力区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活劳动的价值，而正

是活劳动生产和创造出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一切价值，从而促成了资本的不断增殖。问题就是，当工人

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或者出卖给持有货币的资本家时，工人在契约和法的框架下所应当换取

的价值（即得到的工资），并不是活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劳动力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在量上要小于活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但对于工人来说，得

到前者，也就意味着其与资本家之间在交换上所建立的关系，是一种符合所有权原则和契约的、等价的、

平等的、正义的关系。而那种违背所有权原则和契约的、不等价的、不平等的、不公正的交换关系，只发生

在工人没有得到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情境中，但这个情境几乎又是不可能出现的，因

为劳动力是资本之形成和增长的前提，而如何将劳动力维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必然又是资本家

特别关心的事情。这个情况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话说就是：“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

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
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6]（P227）也正是因为
这个情况的普遍存在，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说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

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

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

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

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

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

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

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6]（P204-205）
由上可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确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认定为一种“正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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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克思的这个认定，与当时人们基于所有权和契约而对正义所赋予的含义，又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

是符合商品交换所通常遵从的契约和法的。不过，除此之外，马克思的这个认定还有另外一重考虑，具

体地说，就是对工人的生存之可能性的考虑。马克思的这个考虑，主要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如下

论述中：“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大家知道，要有消化过程，

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价

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

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

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发现了：‘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6]（P201-202）从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所折射出来的一个意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并没有其

他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物。所以，只有当工人将自己这唯一的所有物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

而换取到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工资时，工人才能够生存下来。就此来讲，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不

仅对于前者，对于后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幸运。亦即，这种交换在总体上并非不正义（当然，这里的“正

义”一词，并不是在所有权和契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认定为一种“正义”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三卷的如下论述中，还使用“正义”一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予以了间接评价：“在这里，同吉尔巴特

一起（见注）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

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

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

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

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

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7]（P379）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将马克思在此处所讲的正义认
定为一种“历史正义”[8] 。这个历史正义其实并没有直接涉及财产权或所有权，甚至也不包含任何价值

论意义上的规范性判断，而是对既定历史发展阶段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的一种客观评价。在马克思

的视野中，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序列，而这一序列的每个阶段，包括资本主义阶段，不管其存续的

时间多长，既有其相对于后一阶段的局限性，也有其相对于前一阶段的进步性。所以从整个历史发展的

客观进程来看，每个阶段也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正义性。马克思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评价，才会

说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东西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奴隶制以及

弄虚作假，都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分析，是一个整体性的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劳动力买卖中所形成

的交换关系，只是其整体性分析所涉及的一个初始性的环节。另外，“历史正义”由于并不直接涉及财产

权或所有权，甚至也不包含价值论意义上的规范性判断，故而严格说来，其所指向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政

治哲学和正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使用的是“正义”这个政治哲学的术语。基

于这两个情况，我们进而指出，马克思尽管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认定为一种“正义”关系，同

时，他尽管间接地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东西认定为是正义的东西，但我们绝不能由此而贸然

地得出“马克思没有基于正义批判资本主义”这个过于简单和草率的结论。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从属于正义的问题域中来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而这一批判的结果，也就是

将资本主义在总体上判定为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形态。从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和判定中所展现出来的

¬ 引文中的“见注”，在《资本论》中的注释为：“一个用借款来牟取利润的人，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放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天然正义的原

则。”（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 年伦敦版第 163 页）
­ 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英美学者，曾经在“功能论”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正义”概念进行过解释，认为这个正义概念的功能，就

在于帮助资本主义完成其历史使命。我的“历史正义”的解释与这个“功能论”的解释虽有一致之处，但也并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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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问题，不是一个现代西方正义理论所能够容纳和解释的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作

出非正义的判定，乃是由于他在对正义问题的阐释上，远远超出了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的基本范式。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正义的解析究竟有没有推进和超越现代西方正义理论

单从马克思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描述和评价来看，他既没有超出人们当时对正义的

通常理解，自然也没有超出洛克以来所逐步形成的、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表达的现代西方正

义理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正义问题的解析，始终都只是停留在现代西方

正义理论的一般性阐释框架内。真实的情形恰恰在于，《资本论》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将洛克

以来人们对正义问题的阐释推向了一个直指社会生产关系的纵深层面，从而也根本性地突破了现代西

方正义理论的叙事逻辑。《资本论》在阐释正义问题上的这个推进和突破，与马克思在这个文本中对资

本主义深层社会结构的揭示和剖析是密不可分的。

根据现代西方正义理论，一个合法的财产权或所有权得到有效守护的社会，或者一个平等的契约关

系得到正常维系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彰显正义原则的社会。由于现代西方商品社会或市民社会本身就是

以所有权为中介物而确立起来的，同时契约关系也是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形式，所以，只要没有违

反所有权原则和契约精神，现代西方商品社会或市民社会就会很自然地被西方政治哲学家及政治经济

学家标定为正义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组合模式。而由于现代西方商品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制度载体是资本

主义社会，所以，西方政治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为所有权、契约、正义所进行的辩护，实际上都起到了

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作用。这直接意味着，在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的视域中，资本主义的

社会关系就是正义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然而，在《资本论》中，这样的认识是完全站

不住脚的。

在对正义和正义社会的辩护上，西方政治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的立论前提和推论基点，是自由个

体。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权原则和契约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的落实，一方面是因为

有来自于实定法的外在保护，另一方面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自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以他

们之见，在自由个体之间固然会存在那种因利益的攫取性而形成的竞争关系，但更加重要的是，在一个

由自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里，那种在中世纪由出身来定命运的先在歧视性要素，却几乎被清除殆尽。恶

性的竞争关系自然会带来不正义的行为，但竞争只要被限制在实定法的框架内，这种情况就不会周而复

始地出现，而至多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在一个充斥着先在歧视的社会里，所有权原则以及平等的契

约关系的普遍确立，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这种先在社会歧视的清除及由之而来的自由个体的挺

立，才为所有权原则和契约关系的确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进而也才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最重要的前

提。问题在于：在西方社会，自由个体固然是现代人理解所有权、契约、正义的一个原点，但是否像西方

政治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样，自由个体又是由市民社会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最显性

标志或者最重要的关系载体呢？《资本论》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其彻底性就在于切中了真正的现实。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切

中真正的现实，原因之一，则就在于他从不把被前人和同时代人当作前提的东西，作为自己立论的坚实

根据，而是把继续追问和阐明看似不容否定的前提，视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他

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质上，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继续追问和阐明被英
国政治经济学当作前提的东西，间接地指示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工作之一 [3]（P155）。到了
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马克思更是贯彻了这一工作，由此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推进，就是深刻揭示

出了在自由个体背后所积淀而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从而切中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由市民社会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被普遍地认定为一个产生自由个体乃至产

生孤立个人之观点的时代，但实质上却是包含了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 [9]（P6）。这个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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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概括地说，也就是资本关系，因为“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

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9]（P179）；或者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在资产阶级社
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5]（P46）。马克思的这个揭示是
要告诉人们，自由个体和自由个性虽然随着政治解放在现代社会的完成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比自由个体具有更根本的支配能力或者直接支配自由个体的东西，就是因资本的形

成而被塑造起来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个社会关系结构的几乎全部实质，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与对立。

在自洛克至亚当·斯密的理论脉络中，劳动是界定财产权或所有权的端点。这意味着，成为人们合法

的财产的东西，必定是作为自己劳动成果的东西。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此是这样说的：“每人对他自己

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

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

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10]（P19）
然而，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如果说存在一个普遍地以劳动来界定所有权的时代，那么，这

个时代至多只是指资本主义的原初时期。在尚未形成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原初时期，几乎每一位劳

动者，都拥有对自己的劳动资料、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人们在此情形下基于所有权所建立起

来的关系，是一种尊重个体的、平等的关系，当然也是一种正义的关系。然而，在雇佣劳动关系普遍确立

起来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历史地看，与在原初时期的情形相比，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劳动和

资本的分离与对立。在这种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与对立关系中，工人作为劳动者虽然获得了十足的劳动力

的价值支付，从而在其与资本家的交换中实现了所有权，但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劳动和资本的这

种分离与对立关系，并不可能成为所有权原则以及平等的契约关系得以实现的条件，相反，其所表征的

只是一种血淋淋的、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实质性内容的占有关系。“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
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
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9]（P185）从这种
占有关系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以劳动力为中介物的平等交换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正义性关系，只

是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背后牢牢占据中心地位的内容，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

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6]（P673）。这便意味着，所有
权原则的确立虽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却是决定性地转换为了

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如果说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之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出现，

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占有规律不是违反所有权规律的一个结果，相反是所有权规律得到应用的结果 [6]

（P674）。虽然如此，这种占有规律的最终形成，只能意味着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来看，付出劳动的工人并没有真正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自己合法的所有权。

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被判定为一种非正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只能被判定为一种非正

义的社会制度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非正义性的判定，依然还是依

系于所有权及契约概念的。不过，与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相比，马克思在其判定上的重大突破和推进，就

是在一种历史的大视野中，深入到了社会生产关系层面。在现代西方正义理论中，这种大视野和纵深理

论建构，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可以说，洛克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围绕所有权和正义所进行的研究，基

本上都是在探索和回答一种规范性的社会分配何以可能这个“建构性”的问题，而很少去历史性地反思

既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否具有正义性这个“批判性”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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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正义性的判定，实质上就落脚在了后一个问题上。而从这个问题中所透显和折射出来的正义，虽然

还是一个有关财产权或所有权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不能放在实定法的框架内来加以理解了。

西方的实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保护人们的财产权或所有权，从而也在维护正义。但就资本家和工

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西方的实定法保护的只是双方在交换上的公平性，而以这种交换上的公平性为起点

所形成的占有关系，却不在这种实定法所涵盖的范围之内；或者说，此一占有关系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这

种实定法所触及的东西。

这个超出西方实定法的正义，被罗尔斯界定和指称为一种“结构”正义和“制度”正义。这一界定和指

称出现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讲义》之“马克思讲座”中：“总的来看，把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归结为司

法性的概念是过于狭隘的。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可以独立于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及其法律体系而加以构思；

事实上，当它们被用来评判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基本的制度安排时，它们就是这样被构思的。”[11]（P356）
事实上，罗尔斯的这一界定和指称，是与《资本论》中的正义概念相符合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

手稿中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非正义性的判定，显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某一个环节的，而是针对资本主

义的结构整体的，因而也是针对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形态本身的。大概正是出于对这个“结构”正义和“制

度”正义问题的把握，马克思才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说道：“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
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

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

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

样。”[9]（P112）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洛克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探索和回答的是一种规范性的社会分配何以可

能这个“建构性”的问题，那么其所讲的正义，也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制度正义。在契约论的传统中，这个情

况更加明显。所以，不管是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财产权的直接辩护，还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作

为公平的正义”的系统阐发，最后都上升到了制度建构的高度，其宗旨之一，便在于为一种公正合理的制

度的建构提供价值前提。这一点，也是罗尔斯将正义界定为一种制度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我们

必须要立即申明：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所讲的制度正义，与《资本论》叙事结构中的制度正义，存在不可

同日而语的差异性。两者之间的差异，大致可以表述为如下两点：一是前者代表的是一种具有伦理性质

的规范体系，而后者却直接指向了社会生产关系；二是前者是在一种可以完全脱离现实历史的先验理论

实验中构造出来的，而后者却是通过历史性地切中现实而得到阐明的。两者之间如此这般的差异表明，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虽然包含了厚重的规范性意蕴，同时也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规范性政治

哲学和正义理论具有可对话性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可相通性，但西方通行的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却又不

是也不应当成为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的有效范式。实质上，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政治哲

学和正义理论的有效范式，只能是唯物史观的范式。唯物史观并不排斥规范性，但它是在深刻切中和把

握现实的前提下指涉规范性问题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思想学说，根本

说来，乃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深厚奠基的规范性学说。离开了唯物史观，我们将注定无法对这一思想学

说作出深刻而透彻的把握，同时也将注定无法理解其所包含的规范性意蕴。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

和阐发《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当看到：像洛克的《政府论》、休谟的《人性

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及后来罗尔斯的《正义论》

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乃是一个有关“正义”问题或者包含“正义”问题的文本，但这个文本的独特之

处，就在于从唯物史观的思维视野出发，将对正义的规范性阐释，建立在了对现实历史的把握之上，或者

将一个“建构性”的规范问题，转换为了一个“批判性”的历史问题。《资本论》在阐释正义上的这个独特

之处，也是其与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相比的一个重大超越和推进，从而也代表了《政府论》《人性论》《国



李佃来：全面理解《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 · 47 ·

富论》《道德情操论》《法哲学原理》以及后来的《正义论》所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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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Issue of Justice in Das Kapital

Li Dianla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mong the theoretical issues that can be revealed in Das Kapital, the issue of justice occupies
a very key positi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issue of justice in Das Kapit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opening of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Das Kapital and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of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Whether we can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ssue of justice in Das Kapital depends on the answers to three questions: Why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issue of justice and Marx’s thought of justice from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Das Kapital ? Why
did Marx think that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is a kind of “just” relationship in
Das Kapital ? Does Marx’s analysis of justice in Das Kapital promote and surpass the modern western justice
theory? The answers to these three questions show that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justice not
only have one dimension of dialogue with the western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also hav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with the latter. The effective paradigm to explain and evaluate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justice can only be the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text of justice or containing justice
problem, Das Kapital start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s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justi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or transforms a constructive normative issue into a critical historical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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